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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互联网的使用推动了社会风险的流动和交织，增强了社会风险治理的难度。加强公众风险感知

研究既能补全传统的、以政府为中心的风险治理研究的短板，又能为提升我国风险治理水平提供参考。

文章基于 2017CSS 数据，从公众网络政治参与和政府信任视角，运用熵值法指标赋值和 Process 链式

中介检验，探究了互联网使用与公众风险感知的作用机理，以及网络政治参与、传统政治参与和政府

信任的链式中介作用。结果表明，互联网的使用对公众风险感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公众的网络政

治参与和政府信任，对互联网使用与公众风险感知的关系起到链式中介作用，传统政治参与则无此影

响，但其本身对公众风险感知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为降低公众风险感知，政府应当提高公众的政治

参与意愿和能力，提升其对政府的信任，从而达到加强网络空间治理，降低公众风险感知和社会风险

治理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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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互联网的发展加速了现代化进程，使人类社

会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日趋明显，风险社会已然

形成。在风险社会中，各类社会风险彼此联动，

叠压交织，牵一发而动全身。面对波谲云诡的各

类社会风险，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应当将风险治

理放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1]。《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的指导原则中亦指明，要坚持

系统观念，注重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挑战。因此，

如何有效地防范并化解现代社会风险，增强政府

的风险治理能力应当成为时代命题。 

行为选择理论指出，公众不同的风险感知会

使其产生差异化的态度和行为，进而带来不同的

风险后果[2]。由此可见，在网络时代，加强公众

的风险感知研究，特别是深入探究互联网使用对

公众风险感知的作用机理，更是风险治理的紧要

话题。 

公众通常被定义为具有共同的利益基础、共

同的兴趣或关注某些共同问题的社会大众或群

体[3]。公众的风险感知是公众在搜集、研究和判

断风险信息的过程中获得的。公众获取风险信息

的途径有两种，包括直接获取(例如，亲身经历地

震)和间接获取(例如，他人转述或网络浏览灾害

信息)[4]。在互联网时代，通过网络获取风险信息

日渐成为公众风险感知的主要来源。互联网的广

泛使用突破了传统的信息获取方式的局限性，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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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了公众获得各类风险信息和发表意见的渠道，

深刻影响着公众的风险感知。 

公众获取风险信息的过程，既是其风险感知

主观建构的过程，也是一种政治参与的过程。互

联网技术为提升公众的政治参与提供了强有力

的工具。根据公众政治参与的形式、依赖的资源、

组织方式和制度化水平，可以将其分为传统政治

参与和网络政治参与。公众的网络政治参与虽然

弥补了传统政治参与形式单一、信息来源固化等

不足，但互联网的广泛使用又给公众带来一些新

的风险感知。其一，网络技术本身内含风险，技

术的发展也塑造了现代社会风险[5]，例如因互联

网技术的发展所产生的网络谣言、数字鸿沟、话

语垄断、文化冲突等也影响着公众风险感知。其

二，互联网的使用在提升公众话语权、增强公众

价值表达的同时，也对政府部门的传统制度权威

形成挤压效应，降低了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水平[6]，

从而影响着公众对风险的评估和感知。 

范·戴维斯指出，政治参与是公民自愿与政

府或国家打交道的一种行为活动[7]。公众与政府

部门打交道的前提是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公众在

与政府部门相接触的过程中也会改变其对政府

信任的水平[8]。政府通常被视为是风险的生产者

和监管者，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水平在公众风险感

知的归因判断中占据重要地位[9]。风险社会背景

下，政府信任是简化风险事件的不确定性和复杂

性、降低公众风险感知的重要变量[10]。 

鉴于以上分析，本文拟提出并解决以下问

题：互联网的使用增强公众风险感知的作用机制

是什么？网络时代，不同类型的政治参与和政府

信任会对公众的风险感知产生何种影响？ 

 

二、文献综述 

 

风险感知最早起源于心理学研究，被认为是

主观的心理认知，早期着重于对风险本源的个体

主观特性与主观感受进行测度[11]。早期的风险感

知研究主要分为两个流派，即风险的心理测量流

派和风险的文化流派。随着时间推移，风险及风

险感知的研究由心理学和文化学领域拓展到现

象学、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和管理学等学科

领域[12]。虽然不同学科研究的侧重点不同，但关

于风险感知达成了普遍共识，即风险感知是极其

复杂的生理、心理反应过程，该过程除了受个体

因素影响以外，还会受政治、经济、文化和传播

媒介等社会因素的综合作用。随着互联网的广泛

使用，社会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日益增强，深刻

影响着公众的风险感知。 

目前，学界关于互联网与公众风险感知的研

究主要有两种进路。其一，是将互联网视为一种

技术手段，通过运用技术接受模型(TAM)及其扩

展模型(TAM2、TAM3、UTAUT 等)来探索互联

网的使用及其衍生品对不同风险和公众风险感

知的影响。互联网的使用不仅改变了社会结构，

衍生出网络空间这种新的社会空间形态，也改变

了公众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这对公众的环境

风险[13]、食品安全风险[14]、健康风险[15]甚至离婚

风险[16]等类型的风险感知产生了显著影响。但是

这类研究大都只注重于互联网技术本身的风险

或者是互联网对公众的某一类风险感知的影响，

忽视了风险社会背景下，各类风险的集聚和涟漪

效应，未能反映社会风险的复杂性。其二，是着

眼于互联网的信息传播功能，构建风险的社会放

大框架（SARF）进行研究。该框架认为互联网

的使用改变了人们对风险的感知和反应模式，为

议程设置和人际沟通开辟了更大的空间，增加了

公众对风险问题的关注度[17]。虽然 SARF 具有系

统化、整合化的优势，但理论框架涵盖了社会风

险放大过程中的诸多要素，使得该议题的研究往

往陷入整体描述与深度溯源之间顾此失彼的  

窘境。 

在此情形下，学者们开始致力于互联网使用

对公众风险感知的微观作用机制研究。风险研究 

领域专家罗杰·E·卡斯帕森认为，信任是除了

启发式与价值、社会团体关系、信号值以及污名

化之外的第五条反应路径，公众如果对相关机构

和管理者缺乏信任，会扩大风险[18]；孔文豪等认

为，互联网的使用改变了公众对技术、专家和政

府的价值判断和信任水平[19]；刘柳等认为，互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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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时代，因信息透明度不够、自媒体话语权的重

构以及污名化效应等问题的存在，公众在风险治

理过程中会对专家和政府失去信任，从而增强公

众的风险感知[20]。 

虽然奚云霄[21]、蒲晓红[22]等学者都赞同公众

对政府的信任水平越高，越有利于降低公众在互

联网使用过程中的风险感知的观点。但是在奚云

霄的研究中政府信任显现出完全中介作用，而在

蒲晓红的研究中政府信任则发挥着部分的中介

作用。经分析发现，导致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可

能是，以往的研究在对“政府信任”这一变量进

行操作的过程中，只是简单地将各级政府信任加

总求平均，忽视了中国政府信任存在“差序格局”

的政治事实[23]，降低了研究结果的准确性。另外，

上述研究都是站在政府的立场，强调以政府为中

心的风险治理，忽略了公众在风险应对中的主观

能动性，即公众是否主动参与也会影响其风险感

知和风险后果的产生，这不符合“公共治理”本

身所蕴含的多元共治的价值理念，难以有效应对

复杂的社会风险。 

公众对风险的主观性建构会影响到风险认

知及行为后果[24]。而公众对风险的主观性建构和

政府信任评价的前提，都是公众能够参与到风险

事件应对的过程之中。因此，随着互联网的发展，

以前被排除在风险管理之外的政治参与应当成

为影响政府信任和风险感知的重要因素[25]。当前

关于政治参与在风险领域的研究大多集中在风

险治理的沟通和社会动员等行为层面[26−27]，对风

险感知这一意识层面的研究明显不足，而显然公

众政治参与会影响其风险感知的归因，公众风险

感知亦会反作用于公众的风险接纳水平及后续

参与行为[28]。虽有研究对互联网背景下的政治参

与和政府信任的关系进行了理论探讨和实证检

验[29-30]，但对不同类型政治参与对政府信任影响

的对比研究，以及将不同类型的政治参与和政府

信任、公众风险感知相关联的研究相对匮乏。因

此，本文从政治参与和政府信任的双重视角切

入，利用 CSS 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希冀打开互联

网使用对公众风险感知作用机理的“黑箱”，为

防范化解社会风险，为风险治理提供有益参考。 

 

三、假设推演和模型构建 

 
(一) 互联网使用和公众风险感知 

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人们所面对的问题不

是如何获取有限的确定性信息，而是如何在纷纭

杂沓的海量信息中进行鉴别和选择。与传统社会

因不确定性所产生单一性社会风险不同，网络社

会带来了基于权力、知识、技术等多因素叠加而

产生的综合性社会风险[31]。互联网使用的多用途

性以及信息传递的跨时区性，增加了公众风险暴

露和风险接触的概率。当面临社会风险时，公众

并不会像专家那样采用严密的逻辑推演，相反，

他们更加偏好根据网络上的经验材料以及直接

描述作出判断。但在短期内面对迅速更新、陈述

不一，甚至观点对立冲突的网络信息时，人类惯

常的行为和思维将会受到严重干扰，更容易产生

高风险感知。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互联网使用行为对公众风险感知具有显

著正向影响。 

(二) 政府信任在互联网使用与公众风险感

知关系中起中介作用 

互联网出现以前，政府部门对传统媒体的信

息传播和议题设置具有较强的把关能力；随着互

联网的广泛使用，政府部门的议题把控能力明显

减弱，互联网成为政治信息传播、参与和表达的

主要途径，成为公众质疑官方和发泄社会情绪的

重要场域。有学者认为，公众在互联网上大量的

非制度性政治参与不利于政府的绩效评估和权

力维持，对政府信任具有负向影响[32]。还有学者

指出，互联网的使用一方面使公众接收到的信息

更加复杂多元，另一方面对政府部门的政治宣传

也会产生挤压作用，削弱公众对政府的信任程 

度[33]。公众对政府的信任，不仅被视为是一种可

以有效减少个人根据自身的经验作出风险判断

的重要途径，也被看成是塑造公众风险感知的关

键因素[34]。公众对政府的信任不仅影响着政府部

门的政策执行效果，还左右着公众的风险感知水

平。多数公众因为欠缺风险识别及预防处理的知

识和能力，所以会更加依赖于政府机构的导向，

若对政府不信任，则无法产生积极正面的感知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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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35]。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2：政府信任在互联网使用与公众风险感知

的关系中起着负向中介作用。 

(三) 政治参与在互联网使用与公众风险感

知关系中起中介作用 

政治参与能够提升公众对潜在风险的认识，

增进公众与政府部门等利益相关主体之间正式

的与非正式的沟通交流，以改进风险治理和应急

准备[36]。互联网的使用改变了政治参与形式，区

别于传统的“用脚投票”参与方式，身体不在场

的、数字化的网络政治参与成为主要的参与方 

式[37]。网络政治参与能够有效地帮助政府增加社

会连通，累积社会资本，将更多边缘的社会群体

纳入公共生活之中。数字化的网络信息减少了公

众的行动成本和参与程序，提升了公众网络政治

参与水平[38]。但有研究表明，网络政治参与对传

统政治参与具有“代替”作用，网络意见表达与

线下讨论呈负向关系[39]。互联网的发展使“个人

中心主义”思想和“人际冷漠”现象盛行，越来

越多的人将参与视为达到个人目的的手段，忽略

了公众的利益诉求 [40]。另有研究也指出，算法技

术导致的同质性偏好推荐和信息茧房效应，限制

了公众的交往范围，且因数字鸿沟和公众获得信

息不平等现象的存在，互联网或将变成传统政治

参与衰微的“加速器”。 

关于公众参与对风险感知的影响也可以从

两方面来理解。就网络政治参与而言，其参与本

身就意味着公众能接触到更多的互联网媒介和

网络信息，但因互联网媒介过度的商业化和娱乐

化，使得各类信息日渐表面化、碎片化，甚至矛

盾化，导致公众的理性思维逐渐被感性认识所替

代，缺乏对信息的深度思考，降低了公众的风险

应对能力。当风险事件发生后，网络上充斥着真

伪难辨的各类信息，公众通过点赞与转发等行为

使相关信息在“扩散—互动—再扩散”的循环传

播过程中，增强了公众的风险感知[41]。就传统政

治参与而言，公众获取风险信息的途径较为单

一。另外，“入场式”的公众参与，能够加深普

通民众对政府部门的理解，并有效地把自己的需

求、偏好表达出来，这也使得政府在制定政策时

更加注重利益和风险的合理分配，从而降低公众

的风险感知[42]。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3：政治参与在互联网使用与公众风险感知

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 

H3a：网络政治参与在互联网使用与公众风

险感知的关系中起正向中介作用。 

H3b：传统政治参与在互联网使用与公众风

险感知的关系中起负向中介作用。 

(四)公众政治参与和政府信任在互联网使用

与公众风险感知关系的链式中介作用 

有学者研究表明，公众对政策过程和行政绩

效的期望与满足程度，决定了公众对政府部门的

信任程度[43]。当参与公共政策制定时，公众的政

治效能感就会显著提高，更倾向于信任政府[44]。

此外，当政府部门承认并回应公众的需求和偏好

时，公众对政府的合法性认识就会得到进一步的

提升。网络政治参与方便了政府与公众之间的沟

通，缩短了两者接触的距离，有利于增强公众对

政府的信任。然而，由于匿名性和低门槛性，网

络政治参与在增强公众权利意识的同时，也加速

了“批判性公民”及其非理性言行的产生。另外，

网络舆情和虚假信息的快速传播以及政府有关

部门应对的滞后性，也会降低政府信任水平[45]。

基于上述分析，提出以下假设： 

H4：政治参与和政府信任在互联网使用对公

众风险感知的影响中起链式中介作用。 

 

 

图 1  假设模型图 

 

H4a：网络政治参与和政府信任在互联网使

用对公众风险感知的影响中起链式中介作用。 

H4b：传统政治参与和政府信任在互联网使

用对公众风险感知的影响中起链式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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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数据处理与实证分析 

 

(一) 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源于 2017 年中国社会状

况综合调查(Chinese Social Survey，简称 CSS，

2019 年 10 月 17 日发布)。CSS 是由中国社会科

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发起的一项全国范围内的大

型连续性抽样调查项目，采用概率抽样的入户访

问方式，调查区域覆盖了全国 31 个省/自治区/直

辖市，包括了 151 个区/市/县，604 个村/居委会，

每次调查访问 7 000~10 000 余个家庭。其调查项

主要包含个人基本特征、生活质量、社会团结、

社会凝聚、政治参与和社会评价等，与本文研究

主题契合。在对涉及的核心变量的缺失值、异常

值进行处理之后，本文最终得到 9 305 个观测   

样本。 

(二) 变量界定及描述统计 

1. 被解释变量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公众风险感知。本文选

取包含人身、财产、食品、医疗和环境安全等九

类安全在内的主观评价，作为衡量公众风险感知

的测量条目，以克服单一安全种类所产生的风险

感知偏差。将被访者回答项“很安全、比较安全、

不好说、不太安全和很不安全”，依次赋值为  

1～5，分值越大，代表公众风险感知越高。通过

因子分析发现，可以在九项风险类型提取出一个

公因子，且 KMO 值为 0.869，Bartlett 的球形度

检验显著，Cronbach's α值为 0.832，证明九项问

题具有很高的内在一致性，因此，加总求均值生

成“公众风险感知”。 

2. 解释变量 

本文的解释变量为互联网使用，选取“您平

时上网浏览政治或娱乐新闻、查找资料、聊天交

友、参与或转发话题讨论、网上购物或支付等在

内九项活动的频率？”作为该变量的问项，回答

包括“从不、一年几次、一月至少一次、一周至

少一次、一周多次到几乎每天”，分别赋值 0～5。

九项活动的 KMO 值为 0.979，Bartlett 的球形度

检验显著，Cronbach's α值为 0.891，故而，将九

项使用频率加总求平均，生成“互联网使用”。 

3. 中介变量 

中介变量为“政府信任”和“公众政治参与”。 

(1) 政府信任。本文选择“您信任‘中央政

府’‘区县政府’‘乡镇政府’？”对政府信任进

行测度。将回答项“完全不信任、不太信任、不

好说、比较信任和非常信任”，依次赋值为 1～5。

通过因子分析发现，三级政府的KMO值为 0.628，

Bartlett 的球形度检验中的显著性为 0.000，

Cronbach's α值为 0.792，并能生成一个公因子。

通过均值比较风险，公民对政府的信任评价逐级

递减，佐证了“政府信任差序格局”的实际存在，

进而采取熵值法
①
对政府信任的指标进行计算和

赋权。通过公式计算，得到各层级政府权重值，

结果发现，评价权重占比出现“逆差序格局”，

其中，中央政府权重占比为 16.40%，区县政府占

36.49%，乡镇政府占 47.11%。之所以会出现这种

情形，可能是因为：第一，中央对地方的目标考

核制等制度安排[46]以及上紧下松的媒体管理[47]，

使得中央政府及其官员得到更多保护，地方基层

官员受到更严密的监督，扩大了中央和地方政府

之间的“信任鸿沟”。敬畏权力的传统价值观和

集权式的政府体制使民众更加信任中央政府[48]。

第二，公众很难将中央和地方政府绩效严格区分

开来，归因具有主观模糊性；即便地方政府做出

了一番政绩，被访者常常归因于“中央的英明领

导”“地方对中央政策的贯彻落实”；但被问及地

方政府的缺点时，受访者总有万语千言[49]。对政

府信任的评价取决于对政府绩效和公众期望的

满意度。地方/基层政府作为政策实施和公共服务

的实际执行者，直接关系到公共利益，其绩效水

平和服务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公众对政府

的公信力的评价[38]。这既能反映出被访者的差序

信任特征，亦能表明公众对政府的信任评价总是

基于身边直接接触的地方基层政府。根据所得权

重比值赋权，将“中央政府”“区县政府”“乡镇

政府”三者聚合，最终得到较为科学的“政府信

任”指标。 

熵值法计算公式如下： 
为了得到各级政府的指标权重，我们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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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归一化处理，其中 xij表示所有数据中第 i 行
第 j 列数据： 
 

 
   

min

min min

ij j
ij

j j

x x
x

x x





           (1) 

 
计算第 j 项指标下第 i 个记录所占比重： 

 

1

ij
ij n

ij

x
p

x



                  (2) 

 
计算第 j 项指标的熵值： 

 

1

log( )
n

j ij ije k p p             (3) 

 
其中 k=1/ln(n)，并且我们假设当 pij=0 的时候，

pij×log(pij)=0。 

计算第 j 项指标的差异系数： 
 

gj=1−ej                         (4) 
 

计算第 j 项指标的权重： 
 

1

j
j n

j

g
w

g



            (5) 

 

表 1  政府信任熵值结果汇总表 

项 
平均 

值 

标准 

差 

信息 

熵值 e 

信息效

用值 d 

权重

系数 w

中央政府信任 4.359 0.917 0.997 1 0.002 5 16.40%

区县政府信任 3.712 1.192 0.993 5 0.006 5 36.49%

乡镇政府信任 3.499 1.128 0.991 6 0.008 4 47.11%

 

(2) 公众政治参与。公众政治参与分为网络

政治参与和传统政治参与。将“与他人或网友讨

论政治问题”和“向报刊、电台、网络论坛等媒

体反映社会问题”加总求平均生成“网络政治参

与”。将“参加村(居)委会选举”和“参加所在村

居/单位的重大决策讨论”加总求平均生成“传统

政治参与”。在回答项中将“参加过”赋值为 3，

“愿意参加”赋值为 2，“不愿意参与”赋值为 1。 

4. 控制变量 

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年龄、民族、受教育水

平、婚姻状况、户籍、政治面貌、家庭收支平衡

情况、政治兴趣和信息公开等，详见表 2。 

(三) 实证结果分析 

1. 互联网使用对公众风险感知的基准回归

检验 

从表 3 来看，无论是模型 1 还是加入控制变

量的模型 2，互联网使用都显著正向影响公众风

险感知，故假设 1 成立。 

2. 工具变量及内生性检验 

从理论逻辑来看，使用互联网频率越高的公

众，更容易受到风险信息的影响，产生更高的风

险感知，假设 1 也证实这一观念。但也有研究指

出，具有较高风险感知的公众，为降低不确定性，

会搜集各类信息来降低潜在风险[50]，互联网无疑

是公众获取风险信息的重要途径。据此推测，互

联网使用与公众风险感知之间可能存在互为因

果的内生性问题。通过 Durbin 和 Wu-Hausman

检验发现，χ²和 F 统计量的 p 值均小于 0.05，说

明二者之间确实存在内生性。为克服潜在的内生

性影响，本文选择工具变量法检验基准回归结

果，选择问卷中“2016 年您全家的通讯支出”一

题，并将其回答取对数处理，作为本文的工具变

量。从表 4 中发现，在第一阶段回归中，F 统计

值远超标准值 10[51]，表明“通讯支出”不存在弱

工具性。另外，Wald 内生性检验结果显著，表明

存在内生性，原 OLS 回归中系数估计存在偏差。

二阶段回归系数为 0.224(p<0.001),远高于原模型

中的 0.081，这表明，内生性的存在使得互联网

使用对公众风险感知的作用效果被低估了，同时

也再次证明了假设 1 成立。 

3. 互联网使用对公众风险感知的机制检验 

为了能够更加精准地分析公众风险感知的

形成机制，研究网络政治参与、传统政治参与和

政府信任在内的多条中介路径对公众风险感知

的影响，本文选择 Hayes 提出的 Bootstrap 方法检

验中介效应，利用 Process 在 SPSS 中进行检验。

Bootstrap 方法的优势在于，在检验多个中介变量

时既可以剔除其他中介路径影响，对特定中介路

径进行研究，也可以对不同的中介路径影响差异

水平进行对比研究[52]。本文使用 Hayes 编制的

Process插件中的Model 80(模型 80与本文假设一

致)，进行多重中介检验，结果见表 5 及图 2。 

模型 1 为基准回归结果。模型 2 为网络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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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变量定义及描述表 

变量 变量说明 最小值 最大值 均值 标准差

被解 

释变量 

公众风 

险感知 

1=很安全，2=比较安全， 

3=一般安全，4=不太安全，5=很不安全 
1 5 2.18 0.973 

解释 

变量 

互联网 

使用 

0=从不，1=一年几次，2=一月只少一次， 

3=一周只少一次， 

4=一周多次，5=几乎每天 

0 2 1.61 2.007 

中介 

变量 

网络政治参与 1=不愿意参与，2=愿意参与， 

3=已经参与 
1 3 

1.55 0.656 

传统政治参与 1.99 0.692 

政府信任 
1=完全不信任，2=不太信任， 

3=不好说，4=比较信任，5=非常信任 
1 5 3.68 1.127 

控制 

变量 

性别 1=男，2=女 1 2 0.45 0.498 

年龄 1=青年，2=中年，3=老年 1 3 2.04 0.736 

教育水平 
1=未上学，2=小学，3=初中， 

4=高中，5=大学及以上 
1 5 3.05 1.198 

婚姻状况 1=未婚，2=已婚，3=离婚或丧偶 1 3 1.94 0.410 

民族 1=汉族，2=少数民族, 1 2 1.08 0.266 

政治面貌 1=中共党员，2=共青团员，3=其他 1 3 2.73 0.624 

户口性质 1=农业户口，2=非农业户口，3=居民户口 0 1 1.41 0.663 

收支平衡情况 1=收小于支，2=收支平衡，3=收大于支 1 3 1.80 0.759 

信息公开 
1=很不好，2=不太好，3=不清楚， 

4=比较好，5=很好 
1 5 3.23 1.204 

政治兴趣 
1=不感兴趣，2=不太感兴趣， 

3=无所谓，4=比较感兴趣，5=感兴趣 
1 5 2.89 1.356 

 

表 3  互联网使用对风险感知的影响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公众风险感知 

互联网使用 0.066*** 0.035***(0.006) 

性别  0.123***(0.020) 

年龄  −0.092***(0.007) 

教育程度  0.055***(0.011) 

婚姻状况  0.074***(0.027) 

民族  0.014(0.037) 

政治面貌  0.024(0.017) 

户口性质  0.072***(0.016) 

收支平衡状况  −0.069***(0.013) 

政治兴趣  0.006(0.007) 

信息公开  −0.141***(0.008) 

常数项 2.072*** 2.458*** 

样本量 9 305 9 305 

R2 0.018 0.068 

注：括号内是系数的标准误差，*、**、***分别表示在 10%、

5%及 1%的水平上显著，下同。 

表 4  内生性检验汇总表 

变量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互联网使用 公众风险感知

互联网使用  0.224***(0.066)

通讯支出 0.119***(0.013)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第一阶段 F 值 478.686  

Wald 内生性检验 p=0.000 3 

样本量 9 305 
 

参与对互联网使用进行回归，结果显示互联网使

用对网络政治参与有显著正向影响(β=0.037，

P<0.001)。模型 3 为传统政治参与对互联网使用

进行回归，结果显示互联网使用对传统政治参与

没有显著影响(β=−0.007，P>0.1)。模型 4 为政府

信任同时对互联网使用、网络政治参与和传统政

治参与 进 行回归 ， 结果显 示 互联网 使 用

(β=−0.021，P<0.001)和网络政治参与(β=−0.139，

P<0.001)对政府信任有显著负向影响；传统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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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链式多重中介效应分析表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公众风险感知 网络政治参与 传统政治参与 政府信任 公众风险感知 

互联网使用 
0.035*** 

(0.006) 

0.037*** 

(0.004) 

−0.007 

(0.004) 

−0.021*** 

(0.007) 

0.028*** 

(0.006) 

网络政治参与    
−0.139*** 

(0.018) 

0.062*** 

(0.016) 

传统政治参与    
0.125*** 

(0.017) 

−0.045*** 

(0.015) 

政府信任     
−0.181*** 

(0.009)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2.458*** 1.729 1.939 2.661 2.675 

样本量 9 305 9 305 9 305 9 305 9 305 

R2 0.068 0.133 0.070 0.153 0.109 

 

 

图 2  多重中介检验效果图 

 

参与对政府信任有显著正向影响 (β=0.125，

P<0.001)，说明存在链式多重中介作用。模型 5

显示公众风险感知同时对互联网使用、网络政治

参与、传统政治参与和政府信任的回归结果，各

条路径均在 1%上显著。为保障结果可靠，对各

条中介路径进行 Bootstrap 检验，结果见表 6。除

去“互联网使用—传统政治参与—公众风险感

知”和“互联网使用—传统政治参与—政府信任

—公众风险感知”两条中介路径不显著以外，其

他中介路径均显著，故而，假设 H2、H3a、H4a

成立，假设 H3b、H4b 不成立。 

4. 稳健性检验 

考虑到不同地区经济发展状况的差异可能

会影响本文结论的稳健性，本文按照国家统计局

东、中、西部划分标准，将原始数据划分为三大

地区，并进行分组回归，详见表 7。结果显示，

三大地区的互联网使用对公众风险感知的影响 

 

表 6  中介效应 Bootstrap 检验表 

项 Effect
Boot  

SE 

Boot 

LLCI 

Boot 

ULCI

总间接效应 0.074 0.001 4 0.004 6 0.010 3

X→M1→Y 0.002 3 0.000 7 0.001 1 0.003 7

X→M2→Y 0.000 3 0.000 2 −0.000 1 0.008

X→M3→Y 0.003 7 0.001 2 0.001 3 0.006 2

X→M1→M3→Y 0.000 9 0.000 2 0.000 6 0.001 3

X→M2→M3→Y 0.000 2 0.000 1 0 0.004

注：X 为互联网使用；M1 为网络政治参与；M2 为传统政治参

与；M3 为政府信任；Y 为公众风险感知；LLCI、ULCI 分别是

置信区间的最低和最高值，区间不含 0，则表示结果显著。 

 

表 7  不同地区的回归分析汇总表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公众风险感知 

互联网使用
0.029*** 

(0.010) 

0.043*** 

(0.011) 

0.035***

(0.012)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2.538*** 2.625*** 2.138***

样本量 3714 2974 2617 

R2 0.075 0.068 0.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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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研究结果稳健。 

另外，考虑到信息技术扩散的结构性差异，

以及由此产生的数字鸿沟问题可能影响研究结

果，为减少遗漏变量所导致的偏误，本文将其纳

入回归分析中。技术扩散的结构性差异及数字鸿

沟问题，主要表现为不同地区和不同人群的差

异，即“接入沟”和“使用沟”[53]。由于本文事

先控制了影响“使用沟”的公众人口学特征，因

而，在此部分主要探究不同地区的技术扩散差异

或说数字鸿沟的“接入沟”是否影响到结论的稳

健性。在实操过程中，本文选取了 2016 年《中

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中的“各省互联

网普及率”代替技术接入可及性这一指标，它能

够有效反映问卷调查时各地区公众接入到互联

网的总体水平。结果如表 8 所示，各省互联网普

及率对公众风险感知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这表明

数字鸿沟的确会显著影响公众风险感知，但其并

未改变互联网使用对公众风险感知的影响系数

和显著性，研究结果依旧稳健。 

 

表 8  回归分析汇总表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公众风险感知 

互联网使用 0.035***(0.006) 0.035***(0.006)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各省互联网普及率  0.185*** (0.101)

常数项 2.458*** 2.363*** 

样本量 9305 9305 

R2 0.068 0.068 

 

五、研究结论与实践启示 

 

(一) 研究结论 

第一，互联网使用对公众风险感知具有正向

影响。换言之，互联网使用频率越高的公众，其

风险感知越高。第二，在互联网使用对公众风险

感知影响关系中，网络政治参与起正向中介作

用，政府信任起负向中介作用，传统政治参与不

存在中介作用，但其本身对政府信任具有正向影

响，对公众风险感知具有显著负向影响。第三，

网络政治参与和政府信任在互联网使用对公众

风险感知影响关系中起到链式中介作用。具体而

言，网络政治参与对政府信任具有负相关关系，

互联网使用通过网络政治参与负向影响政府信

任，进而对公众风险感知产生正向影响。 

从数据分析的结果来看，传统的政治参与并

没有受到互联网使用的显著影响，可能是因为其

身体在场特性和一定的参与门槛(如年龄)使公众

有更多的直接体验和理性思考，从而减少受间接

体验和网络信息影响的机会。而在象征意义上，

公民直接的政治参与意味着政府愿意倾听和回

应公众的诉求，充分体现了人民当家作主，有利

于增强政府信任，降低公众的风险感知。 

无论是网络政治参与还是传统的政治参与，

其本质都是公众与政府之间的沟通。在沟通过程

中，公众对政府应对风险能力、政府透明度和公

众政治效能(即影响政策过程的能力)的评价会显

著影响公众的政府信任水平，这反过来又会影响

公众对风险的认知。 

(二) 实践启示 

第一，加强网络空间治理。互联网的使用在

加强信息传播的同时也增加了公众判别信息真

伪的难度，谣言和虚假信息会激起公众恐慌、愤

怒等负面情绪，进而可能诱发群体的非理性行

为。鉴于互联网具有风险放大效应，政府部门应

当建立科学合理的信息审查制度和专项信用清

单，应当搭建信息发布的权威平台，进行常态化

管理。首先，从政府管理角度来看，党政机关应

当依法加强网络空间治理，采取“净网”“护网”

行动，扫除网络污物；坚持群众路线，推进融媒

体建设，提升信息源质量，打造网络舆论新平台，

使谣言止于权威，建构网络同心圆。其次从技术

发展角度来说，政府应当重视网络时代智能推荐

算法所产生的“信息茧房”效应管理，要求企业

和社会机构完善智能推荐算法，在满足目标用户

喜好的同时也要注意对多维目标价值的推广，做

到平台和用户双向交互，减少劣质内容的投递，

建立健全干预机制，尤其是完善风险事件下的信

息审查、谣言处理以及优质内容推送等功能。另

外，技术扩散差异所导致的数字鸿沟会引发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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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政府部门应加强对经济欠发达地区的网络

基础设施建设的经费投入，降低网络的使用价

格，增强对弱势边缘群体的关怀，减少接入式数

字鸿沟，使得公众都能享受到数字红利。 

第二，提升网络时代的政府信任。政府信任

主要源自公众对制度效能、政府能力和目标正当

性的认可。尽管研究结果表明，互联网的使用负

面影响政府信任，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当抛弃

互联网，这恰恰是在提醒政府部门，在网络时代

背景下要更加注重政府信任的建立与维护，以降

低社会风险。为积极应对因互联网的使用带来的

社会风险，增强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水平，政府部

门应当与时代相拥，将注意力转向风险的预防，

积极推进数字政府建设。数字政府的推广不仅能

够有效地提高政府处理风险事件的行政效率，也

能提高公众的政治参与水平和合作意愿，提高政

府与民众的协作水平，增强公众的政治效能感，

强化外部监督，促进公众对政府信任，有效预防

和化解社会风险。 

第三，提高公众政治参与意愿与能力。互联

网极大地改变了公众呈现自我和连接他人的方

式，脱域、匿名和修饰的网络政治参与迅速增多。

为提升公众的政治参与水平，减少社会风险，应

做到以下几点：其一，加强网络政治参与的制度

化建设。政府应当畅通公众参与渠道，强化网络

政治参与的规则建设，明确公众参与的范围、权

利以及责任等。其二，加强对公众信息素养的培

育。考虑到信息因素在风险感知中的重大影响，

以及多数公民在信息搜集、鉴别等方面的能力欠

缺所产生的非理性行为，政府部门和社会组织应

当意识到提升公众信息素养的紧迫性。遗憾的

是，目前在公众的信息素养建设和信息道德教育

方面，国内并没有统一的机构和规范的标准。因

此，我国应当在借鉴国外公民信息素养培育的经

验的基础上，建立符合国情的公民信息素养教育

内容体系和评价标准。其三，鉴于传统政治参与

对于增进政府信任和降低风险感知的良性作用，

应当加强传统政治参与和网络政治参与的联结，

丰富传统政治参与形式和内容，提高参与率，打

造风险共治图景。 

 

注释： 

 

①   熵值法的权重确定是完全根据各指标数据的实际情况

确定的，避免了主观因素的掺杂，可以较客观地确定

各指标的权重，使评价的基础较为科学。参见刘秋华

等人，《基于因子分析法和熵值法的我国可再生能源配

额分配研究》，《科技管理研究》，2020 年第 9 期，第

222 页到 22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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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use of the Internet has promoted the flow and interweaving of risks and increased the 

difficulty of social risk governance. Strengthening public risk perception research can not only make up for 

the shortcomings of traditional government-centered risk governance research, but als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boosting the level of risk governance practices. The article, based on 2017CSS data and taking the 

perspective of public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d trust in government, explores the mechanism of Internet use 

and public risk perception, as well as the chain-like intermediary role of network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traditional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d trust in government through the use of entropy method index 

assignment and Process chain intermediary inspec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Internet use has a significantly 

positive impact on public risk perception, and that Internet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d trust in government 

play a chain-like intermediary rol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while traditional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has no such impact, but it also has a significantly negative impact on public risk perception. In order to 

reduce public risk perception, the government should enhance public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willingness and 

capability, promote public trust in the government so as to strengthen cyberspace governance and achieve the 

goal of reducing public risk perception and social risk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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